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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佛教文献所见汉藏佛教思想交流与文化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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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敦煌汉、藏文佛教写卷保留了吐蕃时期到归义军时期汉藏佛教思想交流的直接痕迹。与后世宗

派史叙事相比，这批材料可以表现出经典在翻译、抄写、校订、实际使用中所处的中间状态，从而观察

佛教思想跨语言传播时发生的选择、误差和重构。本文以古藏文《般若波罗密多心经》、P.T.972、摩诃衍

禅宗写卷、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写经材料为研究对象，从多语文本场、禅宗传播、社会机制、史料方法

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汉藏佛教思想交流不是经典内容的简单移植，而是通过术语调适、文本再

语境化、制度化抄写、社会实践共同完成的；敦煌既是文献保存地，又是新意义生成的文化接触区。由此

可见，早期藏传佛教的形成应该放在多源佛教传统持续互动的历史过程中来理解，而不能把个别写卷所

能证明的事实、传播范围和宏观影响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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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敦煌藏经洞文献改变了学界认识中古时期汉藏佛教关系的方式。传统佛教史大多依靠后世编纂的教

法史、王统史或者宗派史来追溯吐蕃佛教的产生，这些材料可以保存宏观叙事，但是已经经过了后世宗

派立场和历史记忆的重构。与之相比，敦煌汉、藏文写卷更接近宗教活动发生的现场，同一个经典可以

有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抄本，写卷中保留有译语、删改、题记、发愿和抄写痕迹，一些未进入后世正典

的禅宗文献和疑伪经也得以保存。才让认为敦煌藏文佛教文献是现存最早的一批藏文佛教写本，它所具

有的价值不仅属于佛教史，也牵涉到民族关系、语言文字和早期文献形态。[1]

一、敦煌佛教文献中的多语文本场与互译基础

（一）汉藏文写卷共存与跨语际文本生态

敦煌材料最突出的优势就是汉文、藏文以及其它文字的佛教文献在同一个地区长期共存。思想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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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中共存使研究者可以比较同一经典在不同语言中结构、术语、解释的差别。古藏文《般若波罗密多心

经》是单个的。陈立华认为敦煌古藏文《心经》略本在吐蕃时期与广本并存，具有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

因素的重叠。[2] 这说明经典传播并没有在短期内形成一个标准文本，而是在不同的文本链上存在着多条。

如果只以译得是否准确来评价这类写卷，就会忽略其思想史价值。异译、略译、语序调整、局部增删等

都会体现出译者对于陌生概念的理解方式。一个术语一旦在新的语言中稳定下来，就会对后续经论的理

解方式产生影响，因此翻译本身就是教义建构。敦煌写卷保留了标准化之前中间的状态，使我们能够观

察佛教概念是怎样经过多次试译、选择、校正而进入藏语知识体系的。

（二）古藏文《心经》所见概念转译与版本并行

古藏文《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版本现象就说明跨语际传播不是一次完成的。吐蕃时期略本和广本

并存，既体现了不同的翻译系统，也说明经典在诵持、讲授和抄写中的用途不同。版本差异如果被简单

地当作“正误”，就会忽略其背后不同的社群使用选择 ；反之，将术语、篇章、书写形态结合起来考察，

就会看到般若类思想进入藏语环境后逐步标准化的过程。

（三）汉地疑伪经藏译与地方佛教资源的流动

敦煌藏文写卷 P.T.972 给出的例证更能说明跨语际转写。吉西次力通过与传世《圣树木经》及相关写

卷对勘，认为 P.T.972 是译自汉文的疑伪经，其中一些概念必须放到汉文语境中才能准确理解。[3] 这一判

断的意义在于证明进入藏语世界的并不只是印度来源或者官方认可的经典，汉地地方佛教文本也可以被

翻译、抄写、重新解释。疑伪经长期被传统目录学置于正典边缘，但是对文化互动研究来说却有特殊的

价值。此类文本更贴近地方社会的现实需求，可以吸收民间伦理、功德观念、祈愿方式、日常禁忌，传

播路径也较大部头经论灵活。P.T.972 的存在把汉藏佛教思想交流的观察范围从精英哲学扩大到地方宗

教生活，说明跨文化传播不是只有经典、译师、僧团这条途径，还有普通信众真正能使用、理解的宗教

文本。

二、禅宗文献所见思想传播与再解释

（一）摩诃衍禅宗材料与“顿渐之诤”叙事再审

汉藏佛教思想交流中受到关注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摩诃衍和禅宗在吐蕃的活动。后世藏文史籍常以

“顿渐之诤”来解释汉地禅宗的退出，从而形成清晰的胜负叙事。但是敦煌藏文禅宗文献显示，历史过程

比这个叙述要复杂得多。张亚莎根据敦煌材料认为，吐蕃后期还存在禅宗活动，有与摩诃衍、虚空藏等

有关的传承线索。[4] 这就意味着一次辩论即使是真的，也不能自动清除已经进入地方社会的文本、修持方

式和师徒网络。因此，“顿渐之诤”更适合作为观察某一阶段宗教政策和教义竞争的窗口，而不能被当作

汉地禅宗在吐蕃历史上的终止点。官方选择可以改变寺院的资源配置和政治合法性，但是不能同步终止

已经存在的文本复制、私人传授和地方修持。敦煌材料保存了这些宏大叙事之外的残余和延续，使禅宗

在吐蕃的历史中重新呈现出时间差和地域差。

（二）顿悟、无念与观心的跨语际表达

摩诃衍禅宗文献的另一价值就是记录汉地禅宗概念进入藏语之后的表达方式。顿悟、无念、观心等

观念具有很强的语境性，如果要在藏语中传授，就必须重新选择术语并建立解释链条。多布旦、仁欠卓

玛对相关研究的综述显示，敦煌藏文摩诃衍禅宗文献已经成为重新认识“僧诤”、禅宗在吐蕃边地持续传

播的重要依据。[5] 因此，这些藏文写卷不能被看作是汉文禅籍的简单附属品，而应该看作是新的解释共

同体留下的思想成果。禅宗概念进入藏语之后，还会受到目标语言语义结构和已有佛教术语的双重制约。

同一个汉语概念可以有不同藏译，而相近的藏语词汇也不一定完全对应汉文原义。因此敦煌藏文禅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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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的价值不单是证明“禅宗曾经存在”，更在于保留了思想被重新解释的具体痕迹。对这些术语进行语境

化分析，才能区分译者主动选择、抄写讹误和后世概念回读之间的差别。

（三）文本延续与宗派边界之外的思想流动

宗教思想的传播具有很强的惯性，经典可以被保存，弟子可以继续传教，有些禅修观念还会脱离原

来的宗派名称而进入其他修行体系。因此，对禅宗在吐蕃的影响应该从具体的文本、人物、地域网络入

手，而不能用单一事件来概括数十年的思想流动。敦煌禅宗写卷所体现出来的，就是官方叙事的式微和

地方实践的延续之间的张力。

三、文本生产与地方社会：汉藏佛教文化互动的社会机制

（一）翻译、选择与再语境化

从敦煌写卷可以看出，翻译一直伴随着解释。译者必须在保留异质性与让受众理解之间做出选择，

完全音译可以保存来源特征，但是难以进入日常理解，完全意译又会引入目标语言既有语义。汉藏佛教

交流中许多概念，都是在长期使用、比较、修订中逐渐稳定的。写卷时代各种译法的出现，体现出了概

念标准化之前译者之间的竞争状态，也表明了翻译者不是透明的媒介，而是思想重构的参与者。因此，

汉藏佛教思想交流的关键不是为每一个概念找到唯一的“源头”，而在于重建它怎样在不同的文本和社群

之间移动。敦煌材料尤其适合完成这项工作，因为它保存了后来被规范本抹平的差异。差异不是文献的

缺陷，而是历史过程本身。古藏文《心经》异本、P.T.972 汉文来源、禅宗文献多样表达，分别说明经典、

地方信仰、修持思想都经过选择性吸收和再语境化。

（二）写经制度、发愿实践与社会嵌入

思想交流如果只停留在译者和高僧之间，那么它的历史影响就很小。敦煌材料表明，吐蕃统治时期

佛经抄写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组织制度，有写经生的选拔、经费来源、纸墨供应、校勘、执事人员设置。
[6] 该制度把佛教文本从少数人的知识变成可以复制、可以养分、可以流通的公共宗教资源。大量写经需要

僧侣、官府、写经生和施主之间不断协调，使文本生产直接嵌入到地方财政和社会关系之中。题记、愿

文、功德记载都体现出佛教交流有很强的情感、伦理色彩。抄写一部经典既可以为赞普、官府或者寺院

服务，也可以寄托个人为亲属祈福、追荐亡者或者求愿的现实需求。当不同的语言群体都存在着“写经

积德”“供养祈愿”等实践逻辑的时候，佛教就成为跨族群交流的伦理媒介。日常层面的文化互动比教派

论争更稳定，因为政治关系可以变化，官方支持也可能中断，但是已经进入家庭和社区生活的信仰实践

不会立即消失。

四、敦煌佛教文献的史料价值与解释边界

（一）从二元源流到多源互动的解释转向

敦煌佛教文献使汉藏佛教关系研究从“印度—吐蕃”和“汉地—吐蕃”二元框架中走出来。印度佛

教对吐蕃经典和哲学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并不排除汉地佛教在禅宗、地方经卷、信仰实践、文

本分类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敦煌材料把不同的来源放在同一个历史现场里，迫使研究者从“究竟谁影响

了谁”转向“不同的资源怎样被重新组合”。该视角可以解释早期藏传佛教既有深厚的印度佛教基础，又

有明显的汉地佛教痕迹。

其次，敦煌文献把研究从“僧诤胜负”转向了长期传播网络。宗教思想的实际流动包含教师与弟子、

译者与抄经生、寺院与官府、施主与普通信众。只有把这些关系纳入视野，才能说明文本为什么被保

存、思想为什么发生变形、某些传统为什么在官方叙事中式微之后还能延续。古藏文《心经》版本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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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972 来源辨析、禅宗写卷传承研究、写经制度整理，从文本、思想、制度三个层面证明了“文本—制

度—社会”三层互证的必要性。

（二）写卷材料的文献学约束与互证方法

但是把敦煌写卷看作接近历史现场的材料，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件写卷都可以直接代表整个吐蕃佛教。

写卷具有偶然保存性，某一文本大量留存，不一定和组织性抄写有关，某一教派材料较少，也不一定说

明其社会影响微弱。因此，个案必须和经录、题记、制度文书、后世传承材料互相印证。敦煌文献最重

要的功能就是提供可以检验宏大叙事的细节证据，而不是用新的单一材料来取代旧的单一叙事。

同一经典不同写本之间的差异，不能一概地解释为思想分歧。有的是抄手漏抄、异体字、口授记录

造成的，有的是译者概念选择造成的。判断二者，需要结合纸张形制、字体、题记、词汇系统和同类写

卷进行比较。因此敦煌佛教思想史研究就天然地要求文献学和宗教史相结合，先辨认文本是如何形成的，

再讨论它表达出什么样的思想。规范本与写卷异本之间的张力本身就是知识标准化的历史痕迹，可以显

示某些译法为何被保留、某些表达为何被淘汰，以及官方译经规范与地方宗教使用之间并不完全同步的

关系。

（三）接受者能动性与结论尺度的控制

敦煌材料把“接受者的能动性”当作汉藏佛教交流研究中的主要问题。无论《心经》异本、疑伪经

藏译还是禅宗写卷，都说明接受者不会完整照搬源文本，而是在理解能力、修持需要和地方知识结构的

制约下做出选择。有些内容被删去，有些概念被重新解释，有些实践因为适合地方社会而得到加强。正

是有选择的转化，外来思想才真正进入新的文化环境。因此，所谓“影响”不能只用源头和结果相似程

度来衡量，还要考察接受者怎样通过翻译和使用参与新意义的生成。

同时代表作层面的文献分析要保证证据强度和结论范围相匹配。敦煌写卷可以证明某一文本、某一

术语或者某一修持传统在某个时空中存在，但是不能自动推出它在整个吐蕃社会中的普遍程度。研究中

要区分出可证实的存在、可推测的传播范围和宏观历史影响这三个层次，用经录、制度文书、题记和后

世传承材料逐级互证。证据分层可以提高论证的可靠性，也可以使敦煌材料真正起到修正已有叙事的作

用，而不是被新的宏大判断所覆盖。

结语

敦煌佛教文献的价值，不单是补充一些失传的经典或者异本文本，更是保存了汉藏佛教思想交流还

没有被后世规范化之前生成的过程。《心经》异本显示经典在翻译和使用过程中逐渐形成稳定的表达，

P.T.972 说明汉地地方佛教资源可以越过正典边界进入藏语世界，摩诃衍禅宗写卷也说明官方叙事和地方

传播之间并不完全同步；写经制度、题记、发愿材料进一步证明，思想只有进入组织结构和日常实践，才

可能形成持久的文化影响。因此，敦煌应当被看作是能够产生新意义的文化接触区，而不是中原和吐蕃

之间的被动通道。与此同时，写卷的偶然保存性也要求研究者控制结论尺度，用文本对勘、物质形态、

制度文书、后世传承等多重互证。用这种方法重新审视汉藏佛教关系，可以更准确地呈现早期藏传佛教

多源互动、选择吸收和再语境化的历史特征，也使敦煌文献真正成为解释中古汉藏文化互动机制的一手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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